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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592～1598 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 (1537～
1598年)两次入侵朝鲜，试图挑战以明朝为中心的朝

贡体系，构建新的东亚政治秩序。由于万历皇帝出

兵援助朝鲜，国内学界将此战称为万历援朝战争。

胶辽沿海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地理位置接近，故而受

到日本侵扰的直接威胁。①出于抵御日军与援助朝

鲜的需要，明朝的国家力量开始在胶辽沿海持续地

延展与深化，在巩固自身海防力量、开拓海洋管控范

围的同时，也强化了该地区与朝鲜沿海间的军事联

络，疏通了驶往朝鲜的海路。在此过程中，沿海防御

与管理体系中的基层官兵得以流动在两国之间，活

跃于陆海边界，在这一社会环境当中形成了自身的

发展路径。在东北亚海洋秩序的重构中，国家权力

的运行与基层防海军人的活动如何呈现?两者的互

动态势又如何与万历援朝战争时期乃至17世纪初战

争结束后胶辽沿海的变化趋势发生关联?
以往学者多在中国区域经济史或海防制度史的

框架中探讨明代北部沿海的发展情形。前者侧重于

揭示这一地区的内在特性，凸显其海洋经济的活

力。学者注意到，明清时期该地区的开发日益活跃，

区域内外的联系日渐紧密，但也认为明王朝以消极

的治理机制遏制海上活动的发展。②后者主要探讨

了北部地区的海防海运情况。对于万历援朝战争期

间相关内容的考察，集中在中朝之间海运粮饷的实

施过程，③明朝北部海防体系中出现的新变化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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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④这些研究或缺乏在超国界的东北亚海洋空间

和具体的国际环境中理解王朝海洋治理机制的灵活

性；或多从制度层面梳理明朝为维护北部海洋安全

所采取的系列举措，对国家机制的运作如何影响胶

辽沿海的变迁脉络未能进行说明。

防海军人群体构成了明朝海洋防御与管理体系

的基础。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浙江籍军人在处理海

防事宜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的活动状况与王朝

意志作用下胶辽沿海的发展变化紧密交织，进而在

这一国家权力所及的边缘地带与制度的运行之间

形成张力。以往对这一时期北部防海军人的研究，

主要置于南兵的抗倭功绩中进行。⑤其中，杨海英

对义乌将士的个案分析尤为系统，将他们个人命运

的走向嵌入明朝后期的政治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的

历史进程中，从微观视角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南兵群

像。⑥除了对南兵在万历援朝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予

以肯定外，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后期征发南兵中产生

的花费巨大、难以善后、兵士哗变和兵源质量下降等

问题。⑦以上研究勾勒出南兵群体军事实力与政治

生涯的盛衰，同时也论及这一过程所反映出的明朝

财政危机、政治纷争与兵制变革，但并未探讨防海

南兵的动态轨迹及其对东北亚海洋区域产生的持

续影响。

基于此，笔者对万历援朝战争发生后明朝的国

家权力如何推动胶辽沿海的变迁展开讨论。笔者认

为，相较于明代早中期而言，明晚期的胶辽沿海作为

一个整体的地理区域在海洋形势上发生积极转变，

成为更具开放性、连通性与包容性的海上活动空间，

具体表现为该地区与朝鲜沿海之间通过交流与联结

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地区内自然与社会资源

利用程度的明显提高。⑧此外，笔者还将进一步关注

明朝防海军人——尤其是其中的浙江籍军人——如

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发展势力，并试图揭示

他们如何在广阔的海洋空间中与有边际的国家权力

之间产生复杂互动。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对万

历援朝战争这一国际背景下东北亚地区海洋秩序的

重塑过程及其衍生后果做出探讨。

一、向海通邻：国家权力主导下明代晚期胶辽沿

海的形势转变

与元朝政府积极维护与充分利用黄渤海地区海

路交通不同，⑨海上通道在很长时期内并非明王朝与

朝鲜半岛间往来的首要选择。明初定都南京期间，

高丽及朝鲜使者进入中国需要横渡黄海至长江口，

或取道辽东后经由渤海海峡深入内地，但随着 14
世纪末辽东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以及永乐十九年

(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朝鲜使者开始固定从鸭绿

江至山海关一线入贡。这条贡路便捷了两国之间

的外交往来与贸易活动，使其免遭海上风波之险，

因此一直沿用到后金攻克沈阳、辽阳，阻塞辽东陆

路交通为止。⑩

同时，15世纪初之后的胶辽沿海也缺乏来自外

部的安全威胁。元、明之际，倭人曾大肆侵犯中国和

朝鲜半岛沿海，辽海、山东地区尤其受到频繁滋扰。

但是自从永乐十七年，明军在辽东金州卫的望海埚

取得大捷以后，“倭寇不敢北侵”。即使是在嘉靖年

间中国东南沿海遭遇倭寇危机之时，北部海疆依旧

相对晏然。1540～1566年间，在中国沿海一带共约

267起倭寇入侵案例当中，只有 8起发生在山东。

正因如此，明朝政府将海防重心放在东南一带，致使

15世纪初以后的北部海防日益削弱，具体表现在沿

海地区卫所缺伍、巡检司地位下降、城池荒废、战船

减少等。

16世纪末以前，除了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相

对隔绝，该区域内部的官方海上交通也逐渐停滞。

明初，国家通过渤海海峡运输军饷物资至辽东卫所，

但辽东屯田的成功施行，使得作为权宜之计的大规

模辽东海运至永乐初期即已停止。此后，尽管山东

登州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运布花仍然持续，但明朝

政府已尝试采用更为经济便利的陆运、折银等替代

方案。同时，登辽海运的运行与管理过程也存在诸

多问题。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登辽海运逐渐

呈现颓势，并最终在正德初年完全停止。此后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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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援朝战争，登辽之间的海道只在荒歉之年偶尔

重启，用以运输和贸易粮食，赈济辽东灾民。

与登辽海运的废止相呼应的是明王朝在胶辽沿

海实行的内向型海洋管理机制。16世纪初以后，朝

廷在此地区域面临的一大治安难题是“登(州)、莱(州)
岛民原系辽阳所徙，不受法制”。由于担忧辽东海

上逃人与倭寇沆瀣一气，明朝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

这些非法移民进行约束、遣返或禁海，但成效较

差。万历二年(1574年)，辽东巡抚张学颜终于对日

益严重的岛民暴力活动进行了弹压，并彻底禁止辽

东与山东之间的私人海上交通，对民船的数量、规制

等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只许其用于“搬运米薪、捕

采鱼虾”。登州、金州军官还需各司其职，定期搜捕

海上逃民。每年“搜岛烧荒”这一规定至少在万历

援朝战争发生前数年仍在执行。

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些情形，

极大地提高了黄渤海地区在促进跨境交通与维护国

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明王朝对胶辽沿海的认知

与管控方式开始转变。这一现象与明朝政府此前在

该地区的经验积累不无关系。洪武时期，中国南北

之间开展大规模海运，用以输送北征粮饷，乃至部署

军队、抵御倭寇，至永乐年间方彻底废止。此后，尽

管内河漕运取代海运成为水路运输的主要方式，但

在弘治、嘉靖时期，仍有人提议重开海运，疏通北部

海路航道。隆、万之际，为缓解漕运危机，明朝政府

还曾短暂试行南北之间的直接海运，在建造雇募海

船、组织运输等方面拥有宝贵经验。如果说万历援

朝战争的爆发对明晚期胶辽沿海的海洋转型产生了

催化作用，那以上这些实践经验则为这一现象的发

生提供了历史土壤。

胶辽沿海海洋形势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点，以

下试分别阐述之。

其一，明朝政府开始重视并利用胶辽沿海连通

外部海域的属性，将此地区与朝鲜半岛一起视为国

家海洋防御体系中相互依存与紧密结合的共同体。

这一点极为清楚地体现在万历援朝战争初期负责防

倭事宜的明朝中央官员宋应昌上呈给万历皇帝的海

防地图《华夷沿海图》之中。与强调中国沿海形势

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海防图不同，《华夷沿海图》打破

国家边界，将胶辽沿海及朝鲜半岛之情形并重，使二

者各居一幅地图之中。二图合一则成《华夷沿海

图》，在直观上突显出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宋应昌在《华夷沿海图序》中还解释了胶辽沿海与外

部世界的联结如何为日本入侵中国提供便利条件。

他指出，日本入寇朝鲜，是“审舆图，谙海势”的行

为。朝鲜水路直通大海，因此日本占领朝鲜后，可经

由“洛东、汉水、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

舟四出，桡吾四镇”。这种对中朝海洋形势的洞见

使得宋应昌担任经略后，能够从整体的海防策略出

发，注重对胶辽沿海防御的统筹部署以及在朝鲜门

户庆尚、全罗两道的留兵驻守。

中日议和失败后，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五年初

再次发动对朝战争，被称为“丁酉再乱”。此时明王

朝对胶辽沿海与朝鲜海域之间的连通性与整体性有

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不仅视胶辽沿海为军事防御区，

还重视其连接和支援前线战场的作用，以发挥北部

海路交通在组织跨国物流与军事活动中的能动性。

同年二月，大学士沈一贯和张位提出明朝应在开城、

平壤二处“开府立镇，练兵屯田”，以便在朝鲜建立根

本，长期应战。他们强调，“既定此策，即当通登、莱

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兴，从此渡军，以讲水

战，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由此“二镇联络可以相

援，又可以通朝鲜之黄城岛，涉釜山而规对马”。虽

然在开城、平壤设镇的想法遭到朝鲜君臣的反对而

未克实施，但沈一贯与张位对于登辽海路的规划却

得到重视。相比于陆路交通，开通这一海道可以更

高效地运送粮饷和军队，在保障明军后勤的同时，又

可以联络朝鲜要地，窥察对马岛情形，使明朝在战略

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

同年八月，明军在南原之战中失利后，朝廷在作

战方针上做出更为积极地调整，在胶辽沿海采取以

战为守的策略，重视水军力量的动员和调遣。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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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继续阐发了上述思想，认为若只重防守而不总辖

海道，则不易调动舟师，接应朝鲜，难得战守之利。

他奏称，“(天)津(登)莱同是一海，不得分而为两，兵气

宜扬不宜抑，战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而为两”，因此

提议创设天津登莱巡抚以总理海务。万历皇帝批

准了这项建议，令推举熟练兵事者出任此职。

其二，明朝的国家权力开始向胶辽滨海深入，并

以包容与灵活的方式管理这一地带，由此加强了对

当地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使用。宋应昌就任经略不

久后即详查辽东、山东海上情形，建议将战前禁止

居住和通行的庙岛群岛变为明朝在渤海上的军事

藩篱。他认为这些岛屿的地理位置险要，军事价值

不可小觑：

辽东旅顺口与山东蓬莱诸山对峙，相去五百余

里，中有海岛一十七处，棋布星罗，彼此接望，诚天造

地设，横亘其间，而凡登莱北海、天津东海、蓟门南

海，胥赖此险为门户也。

若能利用这一地利，在此处驻军防守，出海巡哨，则

敌军不敢贸然前进。设若敌寇继续深入，则诸岛可

与天津形成夹攻之势，可使其腹背受敌。此外，他还

认为山东成山角与靖海卫附近诸岛可与庙岛群岛互

为声援。

与此同时，明朝官员还重视开发近海岛屿与滨

海荒地的经济价值。山东粮食在第一次援朝战争时

即被大量召买，运至前线，其间又逢饥荒，仓储不足，

因此万历二十二年，山东巡抚郑汝璧提议开垦登州

以北土地肥饶的长山诸岛，以缓解当地的供粮压

力。为避免“以民佃居”的方式导致海上人群难以

管束，他命令登州营卫军士“什伍而耕”，并对其居住

地点、耕种与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以便在有效

利用登州军士“且耕且防”的同时，防止他们在海上

聚集久居。次年正月至四月间，“已开过长山南北

二城岛田二万二百二十五亩，系沃土，陆续播种，禾

苗盛茂，可望有秋”。郑汝璧还估算，若其余娘娘庙、

黑山、砣矶三岛“尽数耕种，获当十倍，诚海上之一大

利也”。

进入战争第二阶段后，滨海荒地的开垦范围进

一步扩大，其耕种和管理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朝廷下令查勘山东未垦之地，

尤其是其迤东海上抛荒地方，并多方招引民人承

佃。为鼓励这些外来人口在当地长期耕种，还实行

免租税、编户籍、分里甲、疏沟渠等政策。二十五

年十二月，为增加饷费，天津地区环海荒芜土地亦

“示谕远近军民自备工本，尽力开种，官给印照，世

为己业”，并且三年之内不准课税。二十九年，该

政策施行后，天津临海葛沽、白塘二处耕种田地五

千余亩。

对于山东、辽东之间的海上逃民，明朝政府的态

度也逐渐转为接纳。从宋应昌的实地调查来看，战

争开始之时，庙岛群岛的逃民已“筑室耕田，尽成家

业”。他提出应当招抚并组织这些海上非法移民成

为民兵，具体做法是“择其忠勇为人推信者，每岛一

人，量给冠带，或名色把总，令其统率精壮者为兵”。

他还提议调遣“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只，应天船兵

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只，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

布各岛”，令官兵与民兵共同协防。但在战争初期，

这一建议未获采纳。1597年南原之战后，明朝加强

对水军的调发，对其倚仗程度也日益加深，并在北

部沿海采取更为主动的战守结合的策略。在此背

景下，御史何尔健认为登辽岛民“慓悍可用，宜募为

水兵”，于是再次提议将其纳入海防体系，终被兵部

接受。

以上论述表明，16世纪末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震

荡，使得明王朝摒弃之前在胶辽沿海所采取的消极

防卫与严厉海禁政策，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和开放的

方式，逐步强化对这一地区的防御与管控。在此情

形下，胶辽沿海与朝鲜之间的联络与交往程度加深，

两地在军事与交通层面上连为一体。同时，胶辽近

海岛屿与海上人群也被充分地开发利用。

二、互动交织：明朝防海军人在胶辽沿海与朝鲜

半岛的活动状况与势力发展

明朝中后期，浙江出身的南兵群体以战备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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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作战、军纪严明而闻名，被全国各省招募征调的

情况十分普遍。万历援朝战争时期，南兵因作战能

力卓越亦被大量调遣并参与海防事务。因北人不善

舟楫，“水战宜用南兵”，北方地区的防海水兵尤以南

兵为重。上述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沿岸的形势变

迁尤其有赖于南兵的努力，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

利用当地资源建立声名、军功与关系网络，为其个人

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沈一贯提出设立天津巡抚

一职，数日后，山东右布政使万世德即被擢升为都察

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海防。万历皇帝敕谕万世德

“管理天津、登莱、旅顺等处海务”，并命他不拘一格，

广泛收用人才，招募兵丁，“诸凡文武罢闲将吏、布衣

人等，但有奇谋善谍、奋勇立功者，俱得收用”。浙

江湖州人姜良栋就是在此情况下被万世德任用的。

作为基层防海官兵中的一员，他积极行动于中朝之

间，为稳定边境社会形势作出贡献。他在胶辽沿海

的活动更是构成当地海洋治理模式变迁中的重要环

节。而同时，他亦直接成为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将

这一未被学界注意但却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事迹放在

明朝防海军人在中朝边境的群体活动中进行考察，

能够了解明末胶辽沿海的区域性海洋转型与基层军

官的个人际遇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姜良栋是湖州府归安县(今浙江湖州)人，“少事

铅椠，颇识训诂”，学业未成即弃去，补为本邑掾吏。

因自感抱负无法施展，加之父母亡故，因此他服丧期

满便仗剑从戎，离开故里。姜氏好侠义、有辩才，又

热衷于边事，故而入京后即受到万世德赏识，被举荐

给刚担任大同巡抚的胡来贡。其时因宣府、大同、

山西三镇互市未定，胡来贡急需招徕人才处理相关

事宜，遂以姜良栋为其标下通事。之后，姜良栋于

万历十三年考中武举。他这一弃文从武的个人经

历在明代后期的南兵群体中并非少数。据杨海英研

究统计，万历援朝战争中义乌出身的东征朝鲜将领

中，近90人大多有此经历，成为万历时期颇具时代特

色的现象。

根据当时兵部的叙功奏疏来看，万历十一年间，

姜良栋在与蒙古各部的交涉中出力颇多。奏疏称

“大同巡抚标下通官姜良栋等八十七员，出入虏穴，

一身之艰险不避，讲译市事，中华之威令能伸”，还说

他“以口舌代甲兵，以笔札为干橹，内严堤备，外示羁

縻，终岁忧勤，功逾大捷”，称赞姜良栋以过人的口才

协助互市顺利进行。或因善于沟通，又具备处理边

境事务的经验，万历十九年间，他又被经略陕西四镇

及宣大山西军务的郑洛委以向导之任，联合洮州、河

州、西宁诸处土官番族驻扎西宁，击破青海蒙古反叛

诸部。其时万世德为辽东兵备佥事，随郑洛行边，

姜良栋的这一任命或与万世德不无关系。朝廷分别

嘉奖了姜良栋的两次功勋，赐予他冠带、银两。但

直到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他的事业才迎来真正转机。

1597～1598年万世德担任天津巡抚期间，姜良

栋前往胶辽沿海处理海防事宜。这一调派自然与

姜、万二人的私交有直接关系，但亦是从战争初期开

始浙江兵士被集中招募调发至黄渤海地区投身海防

事务的缩影。因此，笔者拟先对浙江军人的这一活

动状况作阐述。

查检史籍，胶辽沿海征调浙江军人的案例甚

多。例如，万历二十年六月，兵部覆题宝坻、丰润二

处为蓟镇沿海适中地方，令游击吴惟忠领南兵在此

驻扎。九月，蓟镇督抚建议将新设立的海防游击驻

于渤海北岸的乐亭县，统领南兵 3000人，增募 700
人。二十一年，莱州设立南兵营。因莱人不能操

舟，故海上所设战舰“势不得不以南人领之矣”。二

十二年四月，因倭氛未靖，河间等卫精锐防边官军与

守船南兵合 3000人，驻扎于天津一带，并与陆营兵

3000人互为犄角，以成水陆夹攻之势。二十五年八

月，蓟镇、永平、密云又新募南兵6000人。

不仅如此，浙江军人也在朝鲜的沿海防御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1592年底，李如松率领三路大军驰

援朝鲜，其中有南兵 11000人，他们在平壤之役中战

功卓著。中日议和期间，明军主力虽撤出朝鲜，但

南兵将领吴惟忠、骆尚志仍率部众进驻南部沿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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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州一线，与退据釜山地区的日军对峙，以致朝鲜称

“本国支撑堤备者，唯独天兵是籍(借)耳”。

战事再起之后，明王朝尤为重视利用浙江水兵

参与中朝之间的军事行动，这导致浙江水兵在海上

的活动范围逐渐拓展，其重要性也更为凸显。1598
年正月，朝鲜经略邢玠命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

御倭总兵周于德在旅顺调集统率水兵，相机策应，进

可援助朝鲜，退可防守内地。同时，山东总兵李承勋

带领舟师出汛长山岛，以守卫登莱门户，与旅顺互为

应援。此二人都出身浙江行伍，在东南地区曾有丰

富的海防经验，足见16世纪末胶辽沿海在抗击倭寇

的军事行动中对于浙江军人倚赖之深。1598年中，

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后，其余北方沿海要地，如鸭绿江

近处、山海关以及山东的莱州、成山角和安东卫，也

都增设水兵，其控制范围也相应从旅顺、登州近海扩

大至中朝边界、辽东南部沿海、渤海湾与山东半

岛。同时，由于作战方略的改变，明朝水军被大量

派往朝鲜，仅直接从浙江当地调用的水兵就有 6400
名。在防海御倭副总兵陈璘的带领下，包括浙江水

兵在内的2万明军水师与朝鲜联合击退日军，取得了

露梁大捷。

除在海上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明朝防

海水兵介入海洋事务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其职权

也有所扩大。例如，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监督、组织和

护送东征粮饷的海上运输中。1598年正月，督饷户

部右侍郎张养蒙提出，因到朝鲜半岛海道迂远，护送

不便，弊端易生，“惟有儧运、防运合为一体，于势最

便，于财最省，于事最得济也”。他建议将海防与海

运系统相结合，在天津、登莱、旅顺乃至朝鲜沿海各

处海防官军中破格任用专员，鳞次接管转饷事宜，

“则官兵不添而自足，事权不分而自专，不惟海运无

虞，因而熟知海道、演习水战，亦防海之大计也”。

在此基础上，中朝海运系统的武装化程度得以提

高。汪应蛟就曾建议，为防止日军断绝东征粮道，沿

海各道运船应配置铳炮刀枪等武器，管运官也“必以

精强颇识水战者充之”，使“运艘皆为战舰，运卒皆为

战兵”，“万一朝鲜更需水兵，亦足以长驱珍岛效一臂

之助矣”。

可以看出，16世纪末，明朝防海军人在黄渤海地

区的积极活动使中朝两国间的军事联系更为紧密，

海上交通得到保障，这与胶辽沿海区域性海洋转型

的首要表现相互呼应。同时，也正是借由这一趋势，

这一群体得以迅速发展自身的数量、活动空间与职

权范围。

胶辽沿海地区发生转型的另一表现，亦即在进

取性治理模式的影响下，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

为充分，这一点更是直接体现在姜良栋对海上事务

的深度参与中。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万世德提议

“海上渔盐船户及岛中亡命可充为兵者，俱得召

募”。十二月，他举荐姜良栋承担这一职责，招抚海

上岛民，相度海势险夷。万世德疏云：

照得臣分辖地方，南接淮、杨(扬)，东尽鸭绿，延

袤几数千里。中间岛屿联络，自西而东，自东而北，

自北而复西，自西而复北，始至旅顺。查得往时海运

泊船之处，历历可指，中间平壤者，间有居民；险瘠

者，多称要害。有居民则宜编保甲，称险要则当置守

望。……查得臣标下效劳见委赍奏把总姜良栋，系

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俶傥不群，慷慨自命，驭下则

倾身结纳，虽金石而可靡；承委则矢志周旋，即汤火

而不避。十年边塞，曾掉舌而折龙庭；千里沙场，又

捐躯而扫鱼海。诚得若人而用之，必有成效。

万世德认为应加强对天津、登莱、旅顺之间渤

海海域的管理，对居住其中的岛民加以编户，险要

之处进行防卫。他根据姜良栋在宣大、山西和青海

处理夷务的成功经验，认为姜氏是执行这一任务的

合适人选。因担心以姜良栋的通官身份无法制服

犷野岛民与海上亡命，他还提议对姜氏“量加把总

名色，使衔命而往，竖标而呼”。姜良栋的具体职责

包括：

自淮、杨界起，自安东而至靖海，自靖海而至威

海，自威海而至登州，自登州而至旅顺。中间各岛，

有人住居者，或立耆民，或立保长，或优以冠带，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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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役。其有自备船只可资会哨，临海山阜可据传

烽，俱议给行粮，务裨实用。其原无人住之处，是否

可以泊船，是否可以瞭望，如果堪厄险，则议添哨船；

果能望洋，则议增墩戍。一一亲历，处处调停，务使

我之耳目外张，臂指内扦。

兵部采纳万世德的建议，授予姜良栋浙江湖州

守御千户所署所镇抚，量升署指挥佥事，令其充天津

海务巡抚标下招抚海屿把总。万历二十六年七月，

万世德再次上奏，称把总姜良栋已赍带银牌、花红，

并有船只、乡导及随行人役，前往登莱、旅顺等处招

抚岛民。但从万世德所转引的姜良栋本人的调查报

告来看，后者的实际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山东沿海一

带，尚未涉及登辽之间以及旅顺的情况。据姜良栋

称，他将青州府所属斋堂岛以及莱州府所属灵山岛

和竹槎岛上的辽东居人编立保甲，并丈量岛上熟地，

令每亩纳谷 2升。经统计，三岛一共有 76户，男妇

289口，熟地 473亩，渔船 17只。他还充分发挥了这

些岛民在海上的哨探和向导功能，不仅指示他们“万

一有警，飞星传报”，还强调应利用他们熟识中朝之

间海道的优势，“分作南兵乡导”，如此“则停湾进止，

极为易便”。

姜良栋的另一任务是勘察海上险要之处，部署

战守机宜。他查得济南府地方有大清河、牡蛎嘴等

紧要海口九处，另外，登州府地方有薛家、青黄等岛

并海口三十四处，皆为冲要，可以泊船驻兵。他从

自己“生长浙地，素谙海情”的背景以及此次“遍历

岛屿，形势了然”的经验出发，指出南北方海上地理

条件的显著差异，并根据自己对北部沿海的充分观

察提出相应的海防策略，认为需在连通义州、鸭绿

的辽东旅顺和突出海中、指向釜山的山东成山角加

强防卫。

姜良栋将非法移居的岛屿逃民转化为海防所需

的军事助力，并详细调查了胶辽滨海的地理形势，反

映了16世纪末明朝政府对此区域的关注度和管控能

力都在加强。而姜良栋亦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经理海

上事务的经验，并由此获得晋升资本，将个人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至朝鲜。万历二十六年中，万世德转任

朝鲜经略，因姜氏“慷慨不群，激昂自奋，波涛已试，

锋镝堪摧”，奏请升其为守备，率领新募南兵600名奔

赴战场。姜良栋于十一月左右到达朝鲜，但未及加

入实战，只留在朝鲜处理东征善后事宜。御倭经略

邢玠与万世德于此时又提议量加姜良栋游击职衔，

“以隆责任，且示鼓舞”。

在朝鲜期间，姜良栋在部众间以及朝鲜君臣中

获得了一定声望。他约束远征官兵，严禁纵酒嫖赌、

扰乱本地秩序，同时又对他们极尽体恤，为其寻医问

药、收葬祭奠、请功加恩。因此部下称他“视兵如

子，甘苦必同，爱卒若身，险夷一致”，自愿捐俸 200
两，为他立石表名。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姜良栋准

备启程归国之时，朝鲜国王亦移咨万世德，称赞姜氏

“律己以廉，御下以恩”，希望万世德可以对他“优加

奖励，仍许暂留”。虽然从朝鲜方面的记载来看，这

封咨文是在姜良栋及其部下的暗示下写就的，其目

的非欲领兵久留，而在于彰显己功，因此朝鲜官员沈

喜寿评价姜氏有“轻躁自伐，唯恐人不及知之病”。

但同时，沈喜寿亦称他“临事详密，不少放过，务令成

就乃已，此实南人之有诚悃者也”，可见咨文所述并

非不实。

顺带一提，姜良栋晚期的军事职责仍与他在万

历援朝战争时期处理海务的经历密切相关。万历三

十一年，苏州发生生员之变，姜良栋被升为应天巡抚

曹时聘标下坐营游击，除需加强城内治安外，亦负责

出洋哨探，严明海防。大概也是因为这一擢升，其

祖父姜鋕、父亲姜潮皆被赠以骠骑将军、南京中府都

督佥事。可以看到，短短数年间，姜良栋从地位微

末的通官晋升为守卫一方安宁的游击将军，其个人

事业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依托于16世纪末明朝对胶辽

沿海的开拓性经略。他的个人案例以及同时期防海

兵士的群体活动皆表明，随着明朝国家对这一地区

防御范围的扩大和管控程度的加深，防海军人得以

广泛、频繁和直接地参与到中朝海洋事务中去，由此

熟悉当地地理条件，获取军事经验和政治资本，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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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可供利用的装备、资源与航海条件。

三、挑战治理：防海军人的非法暴力与跨境流动

16世纪末，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与

联结明显增强，区域整合的趋势逐渐明朗，明朝政府

对于胶辽沿海的管控也变得更加积极与灵活。很大

程度上，这些转变应该归功于明朝防海军人在黄渤

海地区的种种活动。但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的

权力有所扩张，跨境流动亦被合法化，由此发展起来

的个人势力与国家的海疆治理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张

力。对于明朝官方而言，本应保卫沿海地区的防海

军人转而成为边海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以至

于战后数年，辽东巡按熊廷弼对于海防问题发出“往

时中国之难，难在海上之亡命，而近日之难，难在防

海之官军”的感叹。

学者已指出这种现象和明末募兵素质的普遍

下降有关。尤其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兵变致使

东征回还的南兵被屠戮减员，再加上战争再度爆发

后驰援朝鲜的明军数量激增，因此招募标准有所降

低，兵员已不如首次赴朝时训练有素，纪律严整。

而随着16世纪末明朝缘海备倭的需求增强，防海军

人的招募范围亦有所扩大，以致“所招蜑户、岛人、

渔丁、贾竖，以至无赖恶少之辈，皆得衣食于县

官”。这些人群本就流动性极强，不易受到法制约

束与官方控制，被吸纳进海防体系中之后又利用合

法身份在海上往来，成为中朝两国边境秩序中不稳

定的因素。

防海军人的遣散与善后中出现的饷银拖欠等经

济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因此而激发的

军士鼓噪在战争初期即已显现。例如，万历二十年

九月，浙江巡抚提议令“熟于海务”的坐营都司吴天

赏，“才俱可用”的把总韩光、张良相率领船兵赴天津

听候调遣。但次年六月，吴天赏率领的“征倭归兵”

就因“赏犒不至”而发生哗变。时任兵科给事中的

张辅之以为“此辈非市井游徒，即草泽亡命”，而主将

吴天赏不仅无法及时约束他们，还有克扣粮银之嫌，

因此以“克银酿乱”之罪参劾吴氏。1595年，登州南

兵因裁撤问题发生哗变，“群拥道衢，露刃狂詈”，而

主将备倭副总兵杨文“被论实挑激之”。杨文最终

因“贪暴”被革职，昭示着此次裁撤亦存在经济方面

的冲突。

战后，天津、登莱、旅顺的防海官兵更是被大规

模裁撤。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天津巡抚即建议登莱、

旅顺二处水兵各简三千。万历三十四年四月，又裁

撤天津海防副将，改设游击一员统领水陆兵二千五

百，这样每年可减省廪饩兵饷马料银四千余两。同

年十一月，又撤旅顺游击，改设守备一员，同时汰去

官兵六百二十名、饷三千七百六十两。被撤的旅顺

浙兵随即在登州鼓噪，或许也是因为遣散费用没有

得到妥善解决。

在朝鲜留驻的明朝水兵也被冠以贪婪之名，成

为对当地社会“极其扰害”的存在。上述因为才可

堪用和吴天赏一起北上御倭的张良相，在朝鲜却得

到了相当负面的评价。张良相在日本军队撤离后与

另一水兵将领贾祥驻防朝鲜，然二人差官“来来去

去，项背相望，或称虎豹皮求请，或称花席贸易，或称

逃兵缉捕，或称丧车护送，或称火器输运，虽其差官

名号不同，皆是侵征无状之辈”，深为朝鲜君臣所不

喜。在巨济、南海之间留兵善后的水兵游击李天常

亦被朝鲜人称为是“为人孔邪，贪虐无耻”，“所谓贪

婪一路作弊者也”。这些现象固然是明军纪律下滑

的表现，但也和战后朝鲜社会凋敝以及明朝财政危

机带来的水兵粮饷供应匮乏有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16世纪末以后东北亚海洋经济的发

展是理解防海军队对明朝海洋管理冲击的另一重要

维度。御倭援朝期间，国家许可、鼓励并组织跨境运

输与贸易，中国东部沿海的私船、粮商得以参与其

中，向朝鲜战场输送军饷，长期以来被禁锢的私人越

洋活动得到发展。官方与私人力量在海上的交错

致使一些沿海军人利用职务之便谋求自身利益，和

运粮民人之间形成互惠关系。朝鲜刑曹正郎黄汝一

在接收山东海运而来的粮饷时，曾生动描述过这样

的情形：山东舟人在运粮途中以次充好，为使粮食颗

··2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2023.5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粒变得大而有光泽，利用海水浸泡粮食，然后迅速风

干，致使船舱中堆积的粮食外表无恙而内部腐烂。

虽然朝鲜人将此事报告给督运粮饷的委官，但“所谓

委官者，不过曰千百户、旗舍官等，其用心反甚于舟

子，无意说经于牛耳”。他们“计舟而受赠”，和运粮

民人相互勾连，对朝鲜的指控置之不理。

战争结束后，两国间的海上运输随即停止，沿

海居民亦被严禁下海往来、互通消息，“毋容一船一

人往来停泊，致有奸人通倭起衅”。但活跃的私人

海上贸易并未因此中断，防海官军甚至还在其中扮

演了催化剂的作用。辽东金州地区还出现“愚民山

野，十勾九抗，奸商违禁，私自下海，贩卖私货，夹带

逃军，而武官不遵明禁，贪肆无怠，莫敢谁何”的现

象。这清楚表明，由于金州沿海官军的纵容，海禁

政策无法严格施行，以致商人、逃兵纷纷下海参与

走私。因此，辽东巡抚赵楫在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提

出在金州设置海防同知，其职责就包括“稽查往来

奸商船只”，使“悍野官民赖以弹压、水兵海禁俱有

责成”。

但根据万历后期先后担任登州知府、登莱巡抚

的陶朗先所见，这一举措并未起到明廷所期待的禁

海效用。相反，陶朗先指出，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山

东通过海道转运粮饷，又“许商人由海贸易”，海上交

通与商贸已有所开展。而“至万历三十年间，又从巡

抚辽东都御史赵之请，添设辽东海防同知，而商旅乃

为之大通”。这之后，防海军人的海上商业活动进一

步发展，至万历三十七年，在登州驻守的山东防海副

总兵、浙江山阴人吴有孚甚至在中朝之间建立起海

上走私贸易网络，“以兵船兴贩私货”。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17世纪之初的黄海海

域呈现出相当不平静的态势，短短数年间，朝鲜西海

岸就接连发生中国防海军人的越境事件。据笔者所

见，即有万历三十年十一月旅顺把总徐上龙等人遇

风漂至忠清道，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旅顺地方将官

标下浙江籍军人胡惟忠等人至黄海道，以及万历三

十五年闰六月原籍浙江军兵在朝鲜海岸的搁浅事

件。这些案件都有违例下海、不同寻常之处。在第

一例案件中，徐上龙等人赍带“山东旅顺海防游击金

秉钺牌文一纸，内有仰本官即便带领捕盗毛勤等沙

唬船只，前往黄骨弥川一带汛地等字样”，说明他们

的任务是巡防汛地。在朝鲜，他们亦供称自己为下

海巡哨。但辽东都司随后了解到他们实际是为了

“前往登州府，请支本年冬季分钱粮”，其下海目的和

上峰指示有所不同。第二例案例的性质更为复杂，

涉案的防海军人胡惟忠等形迹颇为可疑。他们虽持

有公文以证明其官军身份，却有追赶朝鲜盐船、携带

朝鲜物件等类似海盗船只的行为。在第三例案件

中，原籍浙江的军人船只更是“自外洋来，扬旗鸣金，

追赶丽船，不意落浅”，船上还有“铳炮、刀筅、鸟枪、

火药诸器，与青蓝布匹、杂色货物”，具有明显的武装

走私特征。于是，辽东巡按熊廷弼于1609年提出更

为严格的约束防海官军在海上巡防的范围和时长，

令其“不得越扰异国，引惹番衅，以时出哨，大汛小汛

各照限准，不得经年在外，长为贼盗，并通行直、浙、

闽、广沿海地方，一体遵行”。

即使是无法明确定义越海人身份的案件，其暴

力化程度也大为增强，以致朝鲜人有“海贼出没于西

海者，近来益甚”的说法。黄海道黄州牧使甚至报

告称：“近年以来，水贼横行，海边之民，船只被掠者，

无岁无之，人皆含愤之，日久矣。”从《事大文轨》中

的一则文书来看，仅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至三十五

年闰六月间，朝鲜平安、黄海、忠清、全罗各道军民就

发生七起和“贼船”的冲突事件。这些船只载有中国

人的衣服和文书，其中两起案件中，“贼船”向朝鲜船

只鸣金放炮，还有一起案件中有“贼船四只，带领军

众约六百余名”，对四只朝鲜运米船“尽行抢夺”。

由此可见，在朝鲜西岸劫掠的海盗团体具有疑似中

国人的身份，随船配备火器，并具有相当的组织性，

这显然与16世纪末东北亚海洋地区军事化程度的提

高不无关系。为此，朝鲜政府于 1609年在黄海道白

翎岛设镇；又于1611年在平安道登山串设镇戍军，与

白翎镇相互声援；1614年还考虑将白翎镇佥使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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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使，以提高海防规格。这些举措无不反映出17世
纪初频发的越海侵袭事件对东北亚海洋秩序的严峻

挑战。

结论

为应对 16世纪末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明朝政

府改变对胶辽沿海地区的既有认知与治理方式，加

强其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一体化，并将原先滨海疆域

的抛荒地带与非法人群纳入国家有效管辖的范围之

内。与明初之后朝廷在这一地区所实行的相对消极

的海洋政策相比，这些变动极富进取性，展现出在万

历援朝战争这一东亚跨国战争的推动之下，明末国

家权力在北方海洋空间的积极拓展。

在此作用下，胶辽沿海出现区域性海洋转型的

趋势，与朝鲜沿海之间展开活跃的人员流动、物资运

输与贸易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黄渤海地区的连通

性特质并非明晚期的特有现象。倘若考虑到元代及

明初期中国北部大规模海上运输事业的发展，乃至

唐朝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由官方主导或许可的外

交、贸易及运输往来，那么明代晚期胶辽沿海的区域

性海洋转型既可以说是对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的一

次突破，也可以说是对明初期以前该地区交流连通

传统的一次恢复。

万历援朝战争以后，胶辽沿海海上活动的发展

与明王朝对海洋安全的维护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

而又复杂交织的景象：明朝国家以加强海防、支援

朝鲜为目的所进行的海洋活动，反过来又增加自身

海疆管理的难度。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防海军人在

胶辽沿海的发展轨迹密不可分。明代中期海禁背

景下，东南沿海以私商、海寇为主体开展海外交

往。在其中，卫所军户利用自己“靠近国家制度的

优势”，在国家权力的缝隙中开展制度之外的走私

贸易。与东南沿海军户参与跨海活动的初始路径

不同，胶辽沿海与朝鲜之间的海上互动在国家政策

的主导下进行，防海军人群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合

乎法规而又至关重要。他们的重要职责是确保海

疆安全，亦即加强对“此处”的管控，同时防御并驱

逐来自“彼界”的可疑者与入侵势力。然而，万历援

朝战争的发生使明王朝对海洋安全的维持变为一

项“跨境”事务。其结果是，包括从浙江招募调遣而

来的海防军人被大量派至黄渤海地区，广泛参与中

朝之间的海上活动，并借此扩大影响，发展势力，乃

至谋取私利。

万历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明朝的国家权力在东

北亚海洋地区有所收缩，对海疆治理的需求重新回

到战前的严防边境、禁止交通上，不仅裁撤遣散北方

部分海防职官和部队，还断绝与朝鲜之间的海路运

输，并重新实施海禁。这与战争中胶辽沿海开始凸

显的区域性海洋转型有所矛盾，也和伴随这一趋势

扩张势力的防海军人群体发生冲突。防海军人非法

暴力的增加，越境事件的频发，和海上走私网络的形

成，正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尽管明末胶辽沿海的管理机制伴随国内外形势

的具体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在与后金(清)的军事对峙

过程中，明王朝延续并发展其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

所采取的具有进取性的海洋经略意识，进一步促进

了17世纪上半叶黄渤海地区的连通整合与沿岸资源

的调配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具有连续性的海

洋治理机制为明末北方海上军事势力的发展提供了

基础。例如，杨海英就曾指出，浙江山阴吴氏家族利

用东征与朝鲜建立海上贸易关系，并在明清易代之

际继续在辽东、登州、皮岛发展势力。而东征时期

明朝的海上活动、1618年明政府施行海运济辽，以

及 1621年重启中朝海路贡道等活动，更是为毛文

龙、孔有德等皮岛将领发展海上贸易和军事活动提

供了条件，促使其形成对明王朝而言具有离心力的

政治势力。

此外，如岸本美绪、岩井茂树等人注意到的，晚

明的边境贸易热潮与商业—军事集团的兴起之间存

在密切关系。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明朝国家权

力在万历援朝战争以后向边境地区的迅速拓展正

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从万历援朝

战争到明清鼎革时期，东北亚地区所持续进行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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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海洋转型，虽是明王朝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重

构海洋秩序的一种反映，其后果却恰与这一初衷相

背离。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胶辽沿海地区包括从胶东半岛至辽东半岛

之间的沿海地带及近海岛屿。“黄渤海地区”的空间概念与之

相关，在此也一并说明。文章使用“黄渤海地区”指代包括胶

辽沿海与朝鲜沿海地带在内的、两者之间的海洋地区。使用

这一概念时，笔者侧重于说明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

上联系与海洋地区的一体性。文章有时也会用“东北亚海洋

地区”代替“黄渤海地区”，强调从跨国史的角度出发，在东北

亚区域中对相关议题进行思考。

②杨强：《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发展》，《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2004年第 1期；《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

海洋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其他相关研究参见张

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江西

高校出版社，2004年；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齐鲁书社，

2005年，等等。

③参见[韩]洪性鸠：《丁酉再乱时期明朝的粮饷海运》，《新

亚学报》第34卷，2017年8月；杨海英：《明代万历援朝战争及

后续的海运和海路》，《历史档案》2020年第1期；刘晓东：《“山

东粮”与明代抗倭援朝》，《东岳论丛》2016年第 7期；董建民：

《壬辰御倭战争后期(1597～1598)明军粮饷问题研究》，山东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等。

④比如，赵树国指出，16世纪末中国北部沿海的军事实力

和协调调度能力有所加强，“成为一个有机的海防战略整体”，

见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322页；张金奎强调“北方沿海常备水军的出现，是明代

海防的一个重大变化”，见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59页；赵红认为，万历援朝战争

时期山东海防有所增强，这与山东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相互

促进，见赵红：《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发展——以万历抗

倭援朝战争为背景》，《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5期。

⑤参见杨海英、任幸芳：《朝鲜王朝军队中的中国训练

师》，《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 3期；杨海英：《万历援朝战争

中的南兵》，《军事历史》2016年第 1期；孙卫国：《李如松之

东征及其后裔流寓朝鲜考》，《人文杂志》2014 年第 1期；

《〈纪效新书〉与朝鲜王朝军制改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年第 4期；Tonio Andrade, Hyeok Hweon Kang, and
Kirsten Cooper,"A Korean Military Revolution: Parallel Military
Innovations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5, No.1(2014)，pp.51- 84;

, 33(2015), 26-58;
義烏軍 張海濱 浙江張氏 , 24
(2015), 1-28.

⑥杨海英：《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⑦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明代蓟镇文

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明史学会，2010年，第 118～135
页；韩佳岐：《明朝后期对南兵的征发》，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8年；牛传彪：《明中后期“浙兵半天下”现象考释》，

《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

⑧从秦汉至明初，胶辽沿海地区，尤其是山东半岛的海洋

性特质已较为显著。明代早中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全面实施，

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有所减弱。有关山东半岛与朝鲜

半岛的交通史，参见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

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中华

书局，2010年。

⑨元代中国在黄渤海沿岸地区组织海运漕粮，辽阳行省

的金州、锦州港与平江刘家港之间，以及辽东半岛沿岸与朝鲜

西侧之间都有运输航线。参见丛佩远：《中国东北史(修订版)》
第3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83～187页。

⑩陈尚胜：《明朝初期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

究》1997年第 1期；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

其变迁》，《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62～268页。有关明朝与朝鲜的水路贡道研究，另可

参见[韩]林基中：《17世纪的水路〈燕行录〉与登州》，《登州港

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3～157页；孙卫国：《朝鲜入明贡道考》，《韩国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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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第十七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5～38页。

《辽东志》卷三《兵食》，《辽海丛书》第 1册，辽沈书社，

1985年影印本，第401页。

马光：《明初山东倭寇与沿海卫所制度考论》，《国家航

海(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239～247页。

张士尊：《论明初辽东海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

第5期。

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文

史》2010年第1辑；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

版社，2002年，第329～336页。

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七，“山东事宜”，

中华书局，2007年，第457页。

有关政策可参见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二《辽东镇》，

“经略考”，《中华文史丛书》第 15册，华文书局，1968年，第

149～151页；《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七，《汪司马太函集》卷一，

“辽东善后事宜疏”，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9～3620页。

《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心斋奏议》卷一，“逋民尽

数归顺疏”，第3909～3911页。

顾养谦：《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卷六《全镇图说》，“海

道”，《续修四库全书》第 4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265页。

相关研究参见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日根、陶仁义：《明中后期淮安海

商的逆境寻机》，《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被派往

保定、蓟州、辽东等处经略防倭事宜，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五

一，万历二十年八月乙巳，“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本，第

4681页。《华夷沿海图》收录于宋应昌纂写并刊刻的《经略复国

要编》中，见《中华文史丛书》第 19册，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

本，第28～29页。对宋应昌《华夷沿海图》的研究，参见刘晶：

《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东北亚地区地理知识的获取、传递与呈

现：以〈华夷沿海图〉为中心的考察》，《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
第2期。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图序”，《中华文史丛书》第

19册，第27页。

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362～369页。

沈一贯：《敬事草》卷二，“经理朝鲜疏”，《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史部第63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1页。

[朝]柳成龙：《西压集》卷三，“陈本国开府经理便否奏

文”，《韩国文集丛刊》第 52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

63～66页。

陈尚胜：《论丁酉战争爆发后的明军战略与南原之战》，

《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

沈一贯：《敬事草》卷二，“请设天津登莱巡抚疏”，第

46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第

5867～5870页。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经略复国要编》卷三，“议处

海防战守事宜疏”，《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第207～208页。

刘晓东：《“山东粮”与明代抗倭援朝》，《东岳论丛》2016
年第7期；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第326～331页。

郑汝璧：《由庚堂集》卷二四，“条议防海六事疏”，《续修

四库全书》第 1356册，第 632～633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

九，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壬午，第5157页。

《由庚堂集》卷二六，“录开岛田效劳官员疏”，第664～
665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八，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庚子，第

5923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七，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丁巳，第

5903页。

汪应蛟：《抚畿奏疏》卷八，“海滨屯田试有成效疏”，《续

修四库全书》第480册，第505页。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三，“议处海防战守事宜

疏”，《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第207～208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五，万历二十五年十月辛酉，第

5882页。

参见辛德勇：《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中国史研究》

2004年第4期。

参见冯琦：《宗伯集》卷二六，“东省防倭议”，《四库禁毁

书丛刊》集部第1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39～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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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第

5867～5870页；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戌，第5871页。

姜良栋：《东征录》上，卷首“皇帝敕谕”，第1a页，《镇吴

录》第3册。

姜良栋其人其事在中国和朝鲜史料中都只有零星记

载，和以往为人所知的南兵将领相比寂寂无闻。但他编著的

《镇吴录》却收录大量相关奏疏、公文与诗作，可以帮助我们

系统勾勒出姜良栋的军事生涯。《镇吴录》为日本内阁文库所

藏万历年间刊本，笔者所据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所

藏内阁文库藏本之影印本。《镇吴录》内阁文库本装订为五

册，根据内容来看，册目次序前后颠倒。第一、二册题名《镇

吴录》，共有《镇吴录》(奏疏、条议、条陈、诗文)四卷，收录万

历援朝战争结束后姜良栋驻扎苏州期间的各类相关文书，以

及地方缙绅、属下官员为姜良栋所作的诗文等；第三、四册题

名《东征录》，分为《东征录》上下二卷，主要收录万世德及其

他一些明朝官员的奏疏，内容有关于姜良栋在万历援朝战争

时的活动，以及对姜良栋的任命、叙功、提拔。《东征录》中还

包含姜良栋在朝鲜时所作揭帖、祝文，以及朝鲜君臣的咨文、

诗作等；第五册题名《西征录》，为《西征录》一卷，收录万历

十一年至二十年间有关姜良栋戍守宣大、宁夏的叙功奏疏。

据姜氏自述，有感于万世德等人的知遇之恩，他还著有《知遇

录》一卷，“图诸公小像，各叙甄拔颠末，以识不忘云”(《东征

录》卷首姜良栋跋文)，但未录于内阁文库本《镇吴录》中，亦

不见于他处。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载，姜氏有《东征录》

七卷，《防海策略》一卷，参见宗源瀚等修，陆心源等纂：《湖

州府志》卷五七《艺文略四》，同治十三年(1874年)爱山书院

刻本，第 37页。七卷本《东征录》或为上述内阁文库本五册

《镇吴录》(共七卷)，而《防海策略》今则未见。后文提到，《东

征录》收入的万世德奏疏对姜良栋上呈的沿海形势与防海建

议有所引用，或许这部分内容正是姜良栋《防海策略》中的一

部分。

姜良栋：《东征录》上，“跋”，第1a页。

胡来贡担任大同巡抚的时间是万历十年(1582年)十一

月，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万历十年十一月壬戌，第

2420页。

姜良栋：《镇吴录》第2册，“诗文”，第40页。

李堂：《湖州府志》卷三二，“举人表”，第 69页，乾隆二

十三年(1758年)刻本。

杨海英：《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军事历史》2016年
第1期。

姜良栋：《西征录》，“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兵部覆叙互市

功疏略二”，第9b～10b页，《镇吴录》第5册。

姜良栋：《西征录》，“万历十九年八月经略题分布青海

兵马疏略五”，第32b～33a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六，万历十八年八月癸酉，第

4199页。

姜良栋：《西征录》，“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兵部覆叙互市

功疏略一”，第 7b页；“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兵部覆叙互市功疏

略二”，第11b页；“万历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兵部覆经略事竣大

叙功疏略七”，第46a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九，万历二十年六月乙巳，第

4639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二，万历二十年九月丙戌，第

4702页。

《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1939年赵琪永厚堂

刊本。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五，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壬午，第

5090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三，万历二十五年八月辛酉，第

5854页。

孙卫国：《李如松之东征及其后裔流寓朝鲜考》，第

82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四六，宣祖二十六年(1593年)十二

月戊寅，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年，第22册，第198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八，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乙未，第

5915～5916页。

周于德，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二年由浙江参将升为

潮漳副总兵。参见齐翀：《南澳志》卷四《职官》，乾隆四十八

年(1783年)刊本，第 3a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万历二十

二年二月庚申，第 5013页。李承勋，世袭浙江处州卫指挥同

知，嘉靖及万历初年即已开始训练军兵，参与浙江海防。参

见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卷一七四《人物四·武功》，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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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重修本，《中国省志汇编之二》，京华书局，1967年，第

2917页。

汪应蛟：《海防奏疏》，“倭氛未减防御宜周疏”，《续

修四库全书》第 4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395～
398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九八，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三月

甲寅，第 23册，第 406页。据浙江巡抚刘元霖《抚浙奏疏》记

录，丁酉再乱时期从浙江调用的水兵有6354人，与《朝鲜宣祖

实录》的记载基本吻合。参见郑洁西：《十六世纪末的东亚局

势——以海外孤本〈抚浙奏疏〉为中心》，《浙东文化研究(第二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

孙卫国：《明抗倭援朝水师统帅陈璘与露梁海战》，《南

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七，《张毅敏集》卷一，“春运儧领

防护要务疏”，第4668～4670页。

汪应蛟：《海防奏疏》，“倭氛未减防御宜周疏”，第400～
401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六，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第

5900页。

上文提到，同年十月，兵部就采纳何尔健收募登辽岛民

为水兵的提议，而早在战争初期，宋应昌已提出过类似建议。

明廷对此意见的逐步接纳与实施，正表明其海洋管理政策的

积极转向。

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海防巡抚

题招抚把总疏二”，第1～2页。

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海防巡抚

题招抚把总疏二”，第1～3页。

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兵部覆招

抚把总疏三”，第5a页。

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海防巡抚题

招抚事竣疏四”，第5b～7a页。

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海防巡抚题

招抚事竣疏四”，第6a，7a～8a页。

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海防巡抚题

改守备疏五”，第12b～13b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六，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戊申，

第 67册，第 17页。《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七年五月经理抚院

题加游击善后疏略九”，第75a页，《镇吴录》第4册。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五，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壬戌，第

6212页。又参见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七年五月经

理抚院题加游击善后疏略九”，第75b页。

姜良栋：《东征录》下，第1a～7a页，第10b～12b页，《镇

吴录》第4册。

姜良栋：《东征录》下，“万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本

营目兵王大齐、楼文达、陈子龙、余化龙等呈词”，第7a～9a页。

姜良栋：《东征录》下，“朝鲜国王李昖咨万都爷保留咨

文”，第9a～10a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七，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九
月甲寅，第23册，第676页。

《镇吴录》第 1册，卷首“皇帝敕谕”；“万历三十二年四

月应天巡抚按会题叙举劾疏略”，第 13b～16a页。姜良栋的

后续情况及其所涉及的政治纷争因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

内，在此只作简要叙述。1605年，周孔教替代曹时聘成为新

的应天巡抚。正在此时，姜良栋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根据

姜良栋的说法，由于他疾恶如仇，屡次与同僚发生争执，因此

称病乞归。之后周孔教上疏，请求朝廷将姜良栋改调边方。

参见周孔教：《江南疏稿》卷五，“调补坐营将领疏”，收于《周

中丞疏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64册，齐鲁书社，

1996年，第 296～298页。兵科给事中孙善继则称，他听说周

姜二人不合，姜良栋“奉职无状”，周孔教“预行论斥”，而姜

良栋“假以条陈，历数抚臣行事乖张，具揭投院”，以此要挟

周孔教，事情才终于平息。孙善继认为风闻未必不实，应

准许姜良栋回籍养病，“不宜改调边方要地，以误封疆”。

与姜良栋同时不再予以任用的还有南兵将领吴惟忠、蓝芳

威。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五，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丁丑，

第7791页。

李昱修，陆心源纂：《光绪归安县志》卷三○，“恩赐录”，

光绪八年(1882年)刊本，第3b页。

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续修四库全

书》第491册，第437页。

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募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7年第1期。

··3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2023.5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参见韩佳岐：《明朝后期对南兵的征发》，第50～54页。

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37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二，万历二十年九月癸酉，第

4695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一，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己亥，第

4844页。

张辅之：《太仆奏议》卷一，“将贪兵悍疏”，《四库禁毁书

丛刊》史部第22册，第428～430页。

施闰章：《登州府志》卷一○《兵事》，顺治十七年(1660
年)刻本，第4a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六，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乙丑，第

5310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二，万历二十七年三月甲申，第

6140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丙寅，第

7961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七，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壬午，第

8057页。

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第358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宣祖三十二年三月乙未，第

23册，第590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三六，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四
月庚寅，第24册，第236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八，宣祖三十二年十月戊寅，第

23册，第685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二，宣祖三十二年闰四月甲申，

第23册，第608页。

明朝政府在万历援朝战争及其善后阶段支出了 2000
万两白银以上，在战争第二阶段就已开始面临财政危机，参

见万明：《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

心的初步考察》，《古代文明》2018年第 3期。1599年战争结

束后，留在朝鲜战场上的明军遭遇十分严重的饷银拖欠，“各

兵自春夏以来，即缺月饷”，而水兵“尚有上年十二月未领

者”，钱粮尤其缺乏，参见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九，“催发

东征行月钱银疏”，《御倭史料汇编》第 5册，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 266页。同时，张良相、李天常、贾

祥等人的水兵部队在朝鲜当地筹措粮饷时亦遇到极大困难，

参见《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二，宣祖三十二年闰四月甲申，

第 23册，第 608页；卷一一六，宣祖三十二年八月甲辰，第 23
册，第 671页；卷一三一，宣祖三十三年十一月戊申，第 24册，

第146页。

宋应昌担任经略时已开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海运通

道，在山东、辽东沿海召买粮食，雇募粮船，并运往朝鲜，参见

《经略复国要编》卷二，“移山东抚院咨”，第 147～148页；卷

三，“檄海盖道”，第226～227页。战争第二阶段，海运发展成

为两国间运输粮饷的主要方式，明朝政府在建造运粮海船的

同时，还广泛募集辽东、淮安、山东乃至吴淞、浙江等处商船、

渔船，参见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募造海船以济挽运

疏”，《御倭史料汇编》第4册，第95～101页。

黄汝一：《海月集》卷六，“上西厓柳相国书”，《韩国文集

丛刊续》第1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第87页。

《经略御倭奏议》卷九，“春汛分布海防疏”，《御倭史料

汇编》第5册，第386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辛卯，第

7134页。

陶朗先：“登辽原非异域议”，见施闰章：《登州府志》卷

一九《艺文上》，顺治十七年(1660年)刻本，第15b～25b页。有

关吴有孚及其族人镇江游击吴宗道的海上走私案以及相关的

中朝交涉，见刘晶：《水军、海盗与跨境贸易：17世纪初期的中

朝海域交涉研究》，《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 1期。对吴宗道、

吴有孚案所反映的家族网络与政治生态的分析，见杨海英：

《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纪念王钟翰

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160～173页。

《事大文轨》卷四五，“朝鲜国王咨辽东都指挥使司(查
报发还漂海官丁咨)”，《朝鲜史料丛刊》第7册，1935年影印本，

第1a～2b页。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卷一七《边圉典故》，“荒

唐船”，《古典国译丛书》第11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年，第

745页。《朝鲜宣祖实录》卷二○五，宣祖三十九年十一月己卯，

第25册，第285页。

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39页。

··3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 2023.5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事大文轨》卷四五，“礼部咨朝鲜国王(礼部发还漂海

官丁咨)”第31b～33a页。陈波认为，徐上龙案对1606年旅顺

游击的裁撤有直接影响，见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

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世界史中的东亚

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第72页。

有关胡惟忠案的具体分析，参见刘晶：《水军、海盗与跨

境贸易：17世纪初期的中朝海域交涉研究》，《海交史研究》

2019年第1期。

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39页。

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40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七八，宣祖三十七年九月丙寅，第

24册，第664页。

《朝鲜宣祖实录》卷二○七，宣祖四十年一月癸未，第25
册，第303页。

《事大文轨》卷四八，“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
63b～68a页。

《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卷五，光海元年正月丁未，第

26册，第 262页；卷一六，光海三年十月丙戌，第 27册，第 245
页；卷二八，光海六年五月癸酉，第28册，第236页。

 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01-129.

杨海英：《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历史研究》2018年

第4期。

从这一维度进行的研究有赵世瑜：《重观东江：明清

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
第 3 期；Christopher S. Agnew, "Migrants and Mutineers: The
Rebellion of Kong Youd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52, No. 3(2009), pp. 505-541.

参见[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

研究》2005年第 2期；[日]岩井茂树：《朝贡·海禁·贸易——近

世东亚的贸易和秩序》(《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

の貿易と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0年。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ime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during and
after the Imjin War: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the Sea Defense Forces

in the Shandong-Liaodong Coastal Region

Liu Jing

Abstract：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Imjin War(1592- 1598), Ming China reconstructed the maritime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astlines of Shandong and Liaodong and the Korean Penin⁃
sula. State power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into the northern littoral. This situation promoted the maritime orientation of
the Shandong-Liaodong coastline, making the region a more-open, connective, and inclusive maritime space. The
Ming depended upon its coastal garrisons to enhance maritime defense and manage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Chosǒn
Korea. It was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that they developed individual power beyond state control and soon emerged as
a threat to border security.

Key words：Imjin War; Maritime Order; Coastal Garrisons; Northeast Asia; M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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